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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纸币滥发与防范的博弈
□ 方宝璋古

人
的
劝
诫
观

□
石
志
刚

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对上

司、同僚、下属、朋友会提出非常

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直言、

或委婉、或讽刺、或含蓄，旨在说

明厉害，提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

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这就形

成了古人的劝谏观：鞭辟入里、以

情动人、言旨据理。

东汉名臣李固年少好学，能够

撰写一手好文章，能够积极推荐有

才华的人入仕。李固在推荐优秀人

才入仕的过程中，写书信，引经

典，抓心理，释疑惑，鼓其心，让

入仕之人抛去顾虑、大胆出仕，发

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在选人用人方面有着许多

制度设计，其中察举、征辟、认子

制度是当时比较盛行的选官方式。

汉代察举是由下而上推举人才。征

辟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其中包括

皇帝亲自出面征聘，选聘名望很高

且品学兼优之士。认子制度是高级

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

当时的名士黄琼集这三种选官

方式于一身，被朝廷赏识。他的见

识能力符合察举要求，他的多学好

思符合征辟要求，他出身显赫门第

又符合任子制度。因此，黄琼很早

就被朝廷关注，皇帝多次征召他入

仕，都被他拒绝。当时李固得知此

事，因久闻黄琼之名，就给黄琼写

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看法。在信

中，李固引经据典，先说历史上的

伯夷、柳下惠，虽然可以称得上是

道德楷模，但是在判断时代发展潮

流、为民做事的态度上仍然有值得

商榷的地方。李固引用扬雄的 《法

言》 中对此二人的评价“不夷不

惠，可否之间”来告诫黄琼，在遵

循时代发展规律和实现个人理想抱

负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成为贤良

之人最为珍视的内容。洞悉黄琼有

志报效国家，但是碍于各种顾虑和

纷扰，李固以尧时的巢父、许由为

例进行阐释：如果您黄琼想学习巢

父、许由的行为，当然无可厚非，

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但

李固行文至此话锋一转，面对“自

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时代

和国家急需一批有“辅政济民”之

心之才的人，像您黄琼这样有志向

又有能力的人出仕不正是恰逢其时

吗？李固又通过列举所谓社会名士

被朝廷重用，结果名不副实，为名

士这个称谓披上了黑色的纱巾，继

而提出希望，希望黄琼作为名士，

能够还名士以清白之名：“愿先生弘

此远谟。”黄琼收到李固这封信后，

打消了顾虑，立即动身入京，拜官

封相，成为一代名臣。

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受到燕

昭王的礼遇和重用。乐毅率领部队

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直逼齐国都城

临淄，恰逢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

位，其人心胸狭窄、多猜善疑，受

到齐国田单反间计的影响，撤销了

乐毅的军权，并派骑劫为将，然骑

劫连败于齐国。此时，燕惠王担心

逃到赵国的乐毅趁机率领赵国部队

攻打燕国，向乐毅致信，批评乐毅

忘恩负义，希望乐毅返回燕国。乐

毅针对燕昭王“使人数之以罪”，通

过对先王燕昭王任用贤良的魄力之

事进行追忆，入情入理地阐释自己

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都在于报效

先王的缘故。而燕惠王的猜疑、指

责、非议在燕昭王的信任、欣赏、

肯定的对比下，失色太多，这就是

乐毅选择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一。乐

毅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二在于他能够

明白，历史上国君对大臣有猜忌

时，大臣很少有幸免的。乐毅在信

中告诉燕惠王，从情感上讲，“免身

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

也”；从理性上讲，“离毁辱之诽

谤，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

为了维护燕昭王尊重贤良所形成的

良好口碑，更感恩特定历史时期君

臣之遇，这是乐毅所期待的，也是

乐毅一直以来行事风格的前提。如

果能够了解乐毅的行事风格，必然

不会担心乐毅会率赵国部队攻打燕

国，再次印证了燕惠王目光短浅、

缺乏政治眼光。乐毅的这封信，既

露忠义之心，又显感遇之情，做到

了情理交融，读来令人动容。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

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

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

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

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

写下了 《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

书》 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

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

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

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

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

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

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

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

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

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

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阀阅之

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

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

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

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

“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

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

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

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

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

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

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

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

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

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

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

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

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

道理令人深思。

限制纸币发行量

有关纸币发行量与价值的关系，

南宋初年，四川转运使赵开就已发

现，“楮多则轻”。宋宁宗时期，大臣

袁燮指出，“盖楮之为物也，多则

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

贵则通，收之则通矣”。到了南宋景

定年间，宋理宗在其诏书中，进一步

把物价与纸币发行量、币值这三者的

关系作了精炼明晰的表述：“物贵原

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换句话

说，楮币发行多了，就会引起单位币

值下降，单位币值下降，就会引起物

价上涨。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人们不

懂得，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限度以

内，兑换纸币发行的多寡不会影响它

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只

有在纸币的发行超过这个限度时，纸

票的价值才会取决于流通的纸票数

量，即此时才会出现“多则贱”的情

况。不考虑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简

单地肯定纸币的多寡决定它的贵贱，

这不符合纸币流通的规律。但是，另

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南宋各种纸币

的发行大都很快就超过货币流通的必

要量，因此，当时人观察到的楮多导

致楮贱，继而导致物贵的规律又是符

合客观事实的。

针对这种滥发纸币引起币值下降

物价上涨的情况，较多的人还是倾向

于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回笼。如袁燮主

张应经常采取间断性的回笼政策，借

此来调节单位币值，控制物价。他说：

“其（楮币）贱耶，亟从而收之，何忧其

不贵？既贵矣，日月浸久，价将复贱，

则又收之。非常收也，贱而后收也。”

“贱而后收”其实是亡羊补牢式被动的救

济措施，并不能算作完善的纸币管理手

段。完善的纸币管理方式应该是首先注

意纸币的投放量，使币值保持稳定，然

后再通过回笼调节，掌握主动权。如宋

孝宗稳定纸币价值的主要措施不是“贱

而后收”，而是着眼于限制发行量。宋

孝宗清醒地认识到“会子之数不宜

多”。只要纸币投放量不太大，即使会

子有时偏多，采取各种措施回笼也较容

易收效。宋理宗景定年间，丞相贾似道

上奏言：“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更

明确地认识到解决楮币发行弊端最迫切

的措施是停止印制楮币，换言之，即减

少或限制发行量。

纸币回笼

北宋纸币发行之初，是比较严格

遵循定额发行的。自仁宗天圣初年开

始，每界交子的发行额控制在 126 万

贯以内，并且留有准备金。两宋纸币

的超限额发行从徽宗朝开始，除孝

宗、光宗朝还算正常外，一直延续到

南宋灭亡，其趋势是有增无减，愈演

愈烈，一切限制纸币发行量的主张和

思想都成为空谈。在此情况下，要控

制纸币在流通领域的数量，只能靠多

种手段进行回笼，以缓解纸币泛滥、

物价飞涨的危机。

一种方式是以金属货币、实物、

茶盐钞引等回笼纸币。要保持纸币币

值的稳定，最可靠的办法是兑现。如

南宋中期，袁燮提出以铜钱收兑纸

币，以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他认

为国家以金属货币收回纸币，是宋孝

宗时回笼纸币成功的唯一经验。南宋

前期，人们经常利用金属货币来回

收、称提纸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南宋时期纸币的发行量日趋增

多，铜钱的数量则因钱荒的严重而急

剧减少，因此，利用金属货币回笼纸

币已无异于杯水车薪。这时，一些其

他回笼纸币的措施就应运而生。如这

一时期“重楮”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杨

冠卿，根据四川发行交子的成功经

验，提出措施来挽救会子之弊。他建

议通过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都接

受会子来回笼纸币。这一措施受到人

们的欢迎，对缓解纸币发行量过多带

来的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种方式是以出卖度牒和官告

回收纸币。度牒是官府发给僧侣证明

身份的文件，可以使持有者免交赋税

或服劳役。官告是古代授官的凭证，

也称告身。宋制规定官告视官职大

小，用各色绫纸，盛以锦袋。在南

宋，较早产生以出卖度牒、官告回笼

会子的思路是在乾道三年 （1167年），

孝宗“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

百道”以收买会子。宋宁宗开禧北伐

后，三界会子并行，会子发行量空前

增加，会价大跌。嘉定三年 （1210年）

春，受命主持称提事务的刑部尚书曾

焕提出了一个兑收会子的初步方案，

其总共九项“名件”中，除卖官田、

卖乳香套两件共约280多万贯以外，其

余七项共 2200 多万贯是通过卖官告、

度牒等得来的。这说明当时出卖官

告、度牒已成为政府回笼纸币的一个

重要手段。

还有一种方式是以旧会打折兑换

新会来回收纸币。北宋末年，随着纸

币发行量的增加，其币值不断下降。

原先新旧纸币除扣除“纸墨费”“靡费

钱”后一比一兑换的做法难以维持。

徽宗时期，规定旧币必须打折兑换新

币，“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嘉

定初年，正值会子换界，政府试图通

过换界使会价得到较大提升，规定嘉

定四年 （1211 年） 新发行的第十四会

子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二

贯，即以一新兑二旧的比例兑收旧

会。这一办法使会子的流通量在短时

间内大为减少，对会价的回升起到积

极的作用。但从长期的社会效果来

看，以打折的旧会兑换新会，是政府

利用行政权力豪夺民间的财富，把纸

币贬值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承担，因

而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第四种是扩大纸币流通区域以

“稀释”流通量。辛弃疾在分析会子贬

值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

认为会子贬值是因为发行太多，而流

通区域仅限于军队驻地和京城附近州

县，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没有流通，

便使会子在有限的地域内积而不泄，

形成量多贬值。于是，他主张通过扩

大流通区域，达到“稀释”会子在某

一区域的流通量，即在某种意义上实

际已减少了会子的数量，从而提高会

子的价值。辛弃疾的这一想法从理论

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受

到应有的重视。

从总体来说，宋廷回笼纸币的措

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对纸币超限

量发行引起的币值下降、物价上涨问

题起了缓解的作用，有利于货币价值

的稳定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但

是，宋代纸币的超限量发行不属于发

行中预计不准确而造成的，而是属于

为解决财政危机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

环，其纸币投放量大大多于回笼量，

大大多于流通领域所需要的货币量，

因此所有回笼手段最后都回天无力。

□ 杨 波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整部书以

写人为中心，本纪、世家、列传共计

112篇，其中处处体现了举贤任能、尊

贤敬能的用人思想。现举出 《史记》

中的齐桓公、楚庄王、燕昭王的用人

事例，作为典型模式，加以介绍。

齐桓公“化敌为友”

齐桓公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公

元前 685 年至 643 年在位，他“九合

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

霸主。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杰出

的政治家管仲的辅佐分不开。但是先

前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差一点致

齐桓公于死地。管仲曾是齐桓公的竞

争对手公子纠的心腹，在一次偷袭

中，他射中了齐桓公的腰带，险些要

了齐桓公的命。

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

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

仲。他对齐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

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

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

也。”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

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

前嫌，重用管仲。为了能让管仲回

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

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

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

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

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

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

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

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

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

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

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

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

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

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

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

霸之首。

楚庄王“惩恶扬善”

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

公元前613年至591年在位，春秋五霸

之一。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

在中原文化之外。楚庄王称霸中原，

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

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楚庄王初即位，大权旁

落，为了自保，以待时机，庄王佯装

沉迷酒色，同时暗中观察，对人才之

善恶贤愚，了然于胸。

《史记·楚世家》 记载：“庄王即

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

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

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

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

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

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

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

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

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

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

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

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

人大悦。”楚庄王听政伊始，便能杀数

百恶人，进数百善人，显示了他对善

恶贤愚的明察和励精图治、大展宏图

的魄力。

“惩恶扬善”的用人模式，更多地

出现在朝代更替的时候。新的政权为

了稳住政局，巩固新生政权，大多要

对前一朝进行清算，特别是对那些民

愤大、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进行清

理，以树立新政权的威信。与此同

时，也进升一些民望好、品行端正的

清正之士担任官职，以充实新生政权

的队伍。

燕昭王“引进人才”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国君，公

元前 311年至 279年在位，在位 32年。

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最弱，屡次败于齐

国。燕昭王即位之初，便发誓报仇，

“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燕昭王对他的

手下郭隗说：“齐国趁着我的国家动乱

袭击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小力

少，不足以报复齐国。但如果能得到

贤能的人才一同治理国家，洗雪先王

的耻辱，这是我的心愿。先生见到这

样的人才，我愿意亲身侍奉他。”郭隗

说：“大王如果一定要招揽人才，就先

从我开始吧。那些比我贤能的人，一

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您的。”

《史记·燕召公世家》 记载：“于

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

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

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

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

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

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

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

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

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

属燕，六岁。”燕昭王招揽各国才俊，

乐毅来自魏国，邹衍来自齐国，剧辛

来自赵国，各国有用人才纷纷来到燕

国，在短短 28 年间，燕国便由弱变

强，大败齐军，陷齐国七十余城，足

见“引进人才”的威力。

“引进人才”的用人模式，在历朝

历代都得到很好的应用。这种开放地

包容地不拘一格地吸纳各国各地人

才，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一个

政权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集思

广益，群策群力，能够在较长的时间

里保持强盛的态势。

治国之要，用人为本。用人的模

式还有许多，但是要想国家强盛，关

键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西汉刘向 《说

苑·谈丛》有言：“十步之泽，必有香

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

可谓多矣，关键是能不能用。只有不

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真正地欣赏人

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天下忠士

才能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

《史记》 中的三种用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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